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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精神疾病，以与儿

童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缺陷、多动和冲动症状为主

要特征，通常还伴有学习困难、对立违抗行为以及品

行障碍［1］，同时很多ADHD患儿在日常生活中表现

出运动控制障碍，对儿童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研究

表明ADHD患儿在目标关注、准备、执行以及行动方

面都存在缺陷［2］。对ADHD个体脑结构的神经影像

学研究发现神经功能方面的缺陷，提示其异常行为

具有神经生物学基础［3］。生物反馈干预是一种通过

增强大脑激活或可塑性，从而提高认知或注意力状

态的干预方法［4］。现结合ADHD患儿脑神经的特点，

探讨脑电生物反馈干预对ADHD患儿脑神经以及自

我控制的影响。

1 ADHD患儿脑神经研究
1.1 基于运动控制的脑神经研究 大量神经影像学

研究表明ADHD缺陷与辅助执行功能及注意的关键

脑区有关。研究ADHD的相关脑神经区域大多在前

额叶-纹状体-小脑回路周围［5］。对ADHD个体最

普遍的执行控制研究是运动控制研究，其中在抑制

任务的研究发现额顶叶和额叶-纹状体回路的低激

活［6］。用短间隔配对脉冲经颅磁刺激测量皮层内抑

制来直接探测运动系统的研究发现，ADHD患儿皮

层抑制显著降低，这种缺陷与运动控制有关［7］。运动

控制与执行功能、注意的其他成分有着复杂的联系，

其原因可能是它们具有共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8-9］。

Sharma和Couture［10］的研究表明，在病因学和运

动偏差方面，ADHD个体的前额叶皮质、尾状和小脑

成熟延迟。这些区域在注意、组织思想和运动规划

方面发挥作用［11］，这可能表明运动控制的缺陷是这

些区域不成熟导致的。此外，还发现基底神经节的

功能不足，其可能导致运动准备和高阶认知规划缺

陷［12］。Mazaheri等［13］对ADHD两种亚型 (注意力不

集中和混合型 )的脑电图检测发现，在混合型中缺乏

β抑制，这表明患者在形成适当的操作方面存在困

难。Macoun和Kerns［14］研究结果表明，ADHD患儿

更可能受到外部刺激的控制，而不是内部发出的信

息，这可能与内部运动系统的功能障碍有关。

1.2 与反应时间 (RT)相关的脑神经研究 对ADHD
个体测试各种电脑任务 (包括工作记忆、注意、抑制

控制和选择偏差 )的RT时，发现注意过程中大多数

个体的RT在正常范围之内［15］，但周期较长，说明其

反应时间变异性 (RTV)增多［16］。事实上，在对不同

ADHD亚型进行各种不同任务的神经心理学文献中

一致发现RTV增加［17］。这种一致性和相对较高的

RTV水平反映了短时间内运动与控制缺陷及认知任

务中的行为波动，这些是ADHD个体特质的一部分，

与控制行为一致性的额叶-纹状体系统相联系［18］。

高水平的RTV认知操作任务、反应抑制任务都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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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额叶激活相关［19］。

Fassbender等［20］提出增加的RTV与在执行任务

时充分抑制默认网络模式(DMN)激活的失败相关联。

“默认模式”注意网络主要位于大脑的内侧壁，包括

后扣带回、楔前和中间颞回。这些区域与无关任务

的心理过程相关联，而这些心理过程被自觉抑制以

便在认知需要的情况下最优化执行［21］。RTV过程

与抑制网络之间有重要的衔接，如果存在注意困难，

这些区域就不能被充分利用。RTV和ADHD之间的

强关联，可能表明其植根于共享的遗传结构。Wood
等［22］指出ADHD和RTV之间具有很强的表型和遗

传关系，并认为它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原因。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ADHD患儿在注意过程中不仅仅对

运动任务有表面影响，还包括RT的高可变性和遗漏

错误。这些可能是由于参与运动表现的脑区与参与

执行功能的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默认注意网

络的抑制不足导致的［16］。

总之，ADHD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其涉及多个相

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脑结构和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额叶皮层，是多种神经认知障碍和异质性模式的综

合［23］。ADHD的行为症状与执行功能 (即较高的认

知控制过程 )的损伤有关，如反应冲突、错误处理、

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等［24］。Stroop颜色-词任务发

现ADHD患儿的腹侧前额叶皮质中的氧合血红蛋

白浓度较低，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表明ADHD患者行

为障碍和执行功能的大脑活动的偏差［25］。ADHD
的神经成像研究报告显示，在运动抑制、干扰处理

和注意力过程中，前扣带回 (ACC)，背外侧前额叶皮

质 (DLPFC)，额下回 (IFG)，以及尾状和辅助运动区

域的活动减少［26］。基于运动控制、执行控制和其他

ADHD症状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所以有必要对这些

缺陷进行干预和训练。

2 脑电生物反馈干预对ADHD患儿脑神经及自我
控制的影响

近年来，在临床和实验领域出现与药物治疗方

法并行的治疗ADHD的新方向，即脑电生物反馈技

术，其针对ADHD患儿神经功能特点，提高儿童对心

理“状态”因素的认识和控制，并通过脑电活动反映

这些因素［27］。

脑电生物反馈是一种自律神经技术，这种技术

通过在电脑屏幕上的听觉和视觉反馈，教人调节脑

电波频率，从而增强神经元的自我控制［28］。通过使

用基于实时测量和头皮电极处理电活动的操作条

件原理来训练大脑，这是一种受控的、需要努力的，

以及隐式的、自动的过程。该过程能够让儿童学习

自我调节大脑活动的技术，并且促进大脑活动的阶

段性变化，增强神经生理功能［29］。在训练过程中，

ADHD患儿学习提高EEG所需的频率，并以奖励制

度的形式抑制不必要的频率，来改善大脑皮层功能

使脑电频率正常化，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注意力或

其他神经认知过程的变化［30］。

2.1 对运动控制及反应时神经的影响 ADHD脑电

特点是更活跃的θ波，而不是β波活动的减少，故

对ADHD儿童脑电生物反馈干预亦可视为“纠正”

异常脑电活动的训练［31］。通过反复练习，儿童学

习如何调节和改变他们的大脑活动，以达到预期的

目的。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和近红外光谱 (NIRS)
信号也被用于研究脑电生物反馈的干预效果［32］。

fMRI能检测相关脑区域功能异常，并且基于任务态

和静息态 fMRI已经被广泛应用于ADHD儿童研究［3］。

运用 fMRI研究生物反馈训练对ADHD患儿的选择性

注意力和反应抑制的神经基础的影响时，发现在右

ACC、右侧前额叶皮层、左脑丘、左脑和左脑后，显

示出显著增强的大脑活动，增加的活动反映与脑电

生物反馈干预相关改善，而对照组的大脑活动没有

显著的变化［33］。成功的抑制常常与ACC、DLPFC和

IFG有关［34］。Baumeister等［24］研究显示，生物反馈

干预后 IFG、ACC、扣带回中部 (MCC)以及右尾 /腹侧

纹状区域活动显著增加，控制组这些区域的活动没

有显著增加。相关区域活动的增加表明，通过对生

理参数的反馈训练可以改善神经生物学水平并导致

包含抑制和动机功能的网络的变化［24］。

外侧前额叶会在Go/No-go任务的反应抑制过程

中被激活，一般认为右侧额下回是反应抑制的关键

脑区，左侧额下回则在反应抑制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辅助功能［35-36］。ADHD患儿与健康儿童在额下回皮

层的差异较为显著，提示ADHD患儿反应抑制功能

受损，并且主要与额叶异常有关［37］。Zuberer等［38］

研究显示脑电生物反馈对ADHD患儿训练β波以及

SMR波后，可使儿童在Go/No-go的任务中降低反应

时间和反应变化时间。可能提示生物反馈训练提高

了额叶的激活水平，改善了抑制网络的功能。

2.2 对自我控制的干预 在学龄儿童中治疗ADHD
要以提高行为和自我控制能力为目标，并最终提高

学校的表现。脑电生物反馈，是一种以开发皮质活

动来学习自我调节技能的干预方法，学习自我控制

是一个重要的非特异性变量，其在两个领域训练自

我调节，即内源性的自我调节和行为的自我调节。

生物反馈训练的关键点是，被试运用操作条件程序

学习如何运用与注意力过程相关的脑电模式获得自

我控制［39］。其训练结果不应仅取决于改善的神经调

节，也该把是否有助于改善症状的其他因素 (如转移

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控制 )考虑在内［29］。即神经反

馈训练等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目的是改善神经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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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心理功能以及行为［40］。

基于对多动症儿童异常事件相关电位——皮层

慢电位 (SCP)的观察，脑电生物反馈通过对皮质兴奋阈

值的自我调节来改善ADHD患儿的神经生理特征［41］。

SCP是脑电中与事件相关的变化，反映认知和运动

的准备。在反馈训练中，儿童被提示要么作出消极

的反应——减少潜在皮质的兴奋性阈值，要么在随

机的顺序中产生积极的变化——抑制兴奋，脑电生

物反馈SCP干预通过加强这两种极性来提高自我调

节［42］。训练中，脑电功能活动通过反复学习有目的

性的调节控制、特定的脑电频率，改善特定的脑区定

位，从而提高短暂的唤醒水平［43-44］。同时允许儿童

自我调节增加或减少前额叶活动，纠正前额区域不

活跃的反应，使儿童获得自我调节的策略，促进大脑

活动趋于正常。这些对ADHD患儿认知控制和脑的

可塑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ADHD患儿需要明确的、积极的、能够自我控制

大脑活动的心理策略，以及如何将新习得的技能转

化为日常生活的指导。在脑电生物反馈干预的第一

次，就需要训练师鼓励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策略，但

应用这种最初的策略要逐渐减少，并当监管变得自

动化时放弃［38］。同时在干预过程中，要求儿童将自

我学习的技能转移到日常生活中。当面临新的或困

难的日常问题时，儿童就更有可能成功地采用这样

的策略来集中注意力［45］。

综上所述，脑电生物反馈训练之后，ADHD患儿

的神经系统不仅可能会发生塑造性改变，而且可能

促进神经网络的连接，从而加强执行功能，提高患儿

的自我控制水平，改善行为。而不良的学校表现与

行为问题、执行功能以及自控能力相关，所以对这

3项的干预能改善ADHD患儿在学校的表现，而兴奋

剂药物尽管对改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但不能有效

地帮助学生克服糟糕的学校表现。

3 小结
总之，脑电生物反馈作为神经行为训练可以单

独或联合进行，并使干预技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成功

应用，即如何以及何时应用认知策略［46］。然而还需

要澄清更多的关于ADHD的训练和测试的作用机

制。与主动控制条件相比，神经变化的功能定位，以

及在训练中成功的学习 (被认为是改善的关键机制 )
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研究。也缺少具有与ADHD相

似脑电信号缺陷的参与者的研究，这使得研究缺乏

一定的信度。未来用于研究的脑电生物反馈设备应

该遵循更严格的科学标准，比如允许在治疗过程中

进行定性可接受的脑电图记录，以便记录脑电的自

我控制。随着精准医学的兴起，个体化方案是未来

生物反馈疗法的发展趋势。兴奋剂类药物仍然是对

ADHD患儿最常用的干预手段，但一些儿童使用药

物治疗可能失败，不良反应也很常见 (如成瘾或药物

依赖 )，长期影响还没有确定［47］。生物反馈干预是

药物治疗的有效替代方法，尤其是对药物治疗不耐

受的个体［48］。同时心理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制定

个体化的治疗计划，对ADHD的治疗也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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